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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 1929年至 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创
立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主要包括赣南、闽西两区。1949年 4月，人民解放军
越过长江进入江西作战，数月后江西、福建等省即获解放，原中央苏区重新归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版
图。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国性的土地改革逐步在这些“新解放区”拉开帷幕。由于

江西、福建分属中南局、华东局管辖，所以在杜润生主编的《中国的土地改革》、[1]罗平汉的《土地改

革运动史》、[2]张永泉与赵泉均合著的《中国土地改革史》[3] 等较具代表性的著作中，包括莫宏伟、张成
洁专门研究新区土地改革的专著《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4]中，都是按照中南区、华东区等行政区划的
分类，对这段历史进行叙述。我们认为，江西、福建等原苏区省份，既属建国后的新解放区，又是建

国前的老革命根据地，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新区的特征，值得作为土地改革新区的一个特殊类型加以

研究。①而且，建国后中央政府并未忘记中央苏区，曾在政策上给予了某些特殊安排，这也使原中央

苏区的土地改革具有某种特殊性。
本文将以中央苏区为研究对象，注重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烙印以及这一

区域的社会特征对建国后原中央苏区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阐述其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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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初期，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原中央苏区，通常被

视为土地分散地区的典型代表。苏区革命对建国后原中央苏区土地改革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相对分

散的土地占有状况上，而且体现在较为特殊的社群关系和政治生态上。后苏区时代地主与农民的微

妙关系，以及前苏区干部的历史问题，都使苏区土地改革呈现出与其他新区有所不同的特点。这些

现实状况，是原中央苏区土地改革适用了某些特殊政策的前提条件。原中央苏区土地改革的历史经

验启示：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应在社会心理的认同下，努力寻求国家的政策扶持，同时积极探

索现代化经营模式，不断增强经济“造血”功能。

关 键 词：土地改革；原中央苏区；老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经济恢复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972 (2012) 06－0101－07

101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二、原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背景

众所周知，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各县都经历了以“分田”、“查田”

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但 1934年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后，南京国民政府按照“物归
原主”的原则，制订和颁布了多项法令，恢复物主在苏区革命之前对于田地及其他不动产的所有权，
其中也包括祠堂、寺庙、会社等公共团体的公产。
江西“地归原主”的过程颇为顺利，闽西的情况则较复杂。由于历经苏区时代的土地革命、1932
至 1934年期间十九路军的“计口授田”以及后来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等土地改革阶段，1935年后的
闽西出现了多种地权处置模式，例如茶镜的“计口授田”模式、白砂的土地乡公有模式以及傅柏翠在
古田和皎洋两地实施的“耕者有其田”模式等。尤为特殊的是，1934年底以后，由于闽西南还一直
有中共地方组织及红军游击队活动，不少地方的群众在其支持下发动了保存苏区土地改革成果的“保
土斗争”，因此在龙岩、永定、上杭东南部等一部分地区，依然保持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分田状态。②据

1950年对龙岩县保留土地革命果实地区 4个典型村土地情况的调查，除了各阶层的每户或每人平均

所占有的耕地面积比较平均外，“更重要的是地主已不存在了，富农也很少。在东红区的三个自然村
中只有二户富农，但这二户占有的土地还不及总数的 1%，而且都是兼营商业的。西陈区条围村连富
农也没有，占有土地最多的是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其次为贫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合计占总
户数的 67.18%，占总人数的 64.75%，而占有耕地 79.66%。在东红区三个村中，中农、贫农合计占总
户数的 89.51，占总人数的 88.27%，而占有耕地 92.50%。”[5]在土地改革前，闽西约有 13万左右人口的
地区基本上保留着土地革命的果实，“这是福建革命历史上光辉一页，也是全国罕见的。”[6]33

尽管红军长征后原中央苏区的分田成果大多未获保留，但是，土地革命对人口、家庭、耕作环境
以及传统的租佃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大量青壮年人口在战争中流失，并加剧了地主的
“离村化”现象，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延缓和改变了土地集中的一般性趋势。1950年，闽西革命根据地
创始人之一、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说：“江南各省土地集中情形，经过
土地革命之震动，八年抗战之破坏，及国民党长期压榨结果，已不像大革命以前那样集中……特别是
老苏区及其周围，更加分散，地主富农土地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自己不劳动，单靠收租吃饭的地主很
少……我们经过地方党委调查，及许多老干部回家，从亲友无意闲谈中调查都是如此。虽然苏维埃失
败后，地主复辟向农民倒算，但地主对反革命无信心，对革命畏惧，许多地主抓一把钱后，多转到城

市作投机资本；有许多地主则被杀或屈服，不敢再向农民进攻。因此，土地分散是很自然的，地主家
属在破产后，多参加劳动，也是事理之常。”[7]627江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刘俊秀依据江西省 28个村
的统计资料，也指出：“凡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苏区地主富农人口户口与土地占有均显著的减少”，
“苏区的贫农多于游击区，游击区多于白区，而苏区中农少于游击区，游击区少于白区”。[8]450- 451

在对土地改革地区的各种分类中，苏区通常被中共干部视为土地分散地区的典型代表。如前所
述，刘俊秀就沿用了苏区时代的称谓，将江西全省分为苏区、游击区、白区三种不同地区，并分析
道：“苏区地主富农户口占总户口的 5%，人口占总人口的 6.9%，土地占总面积的 21%。游击区地主
富农户口占总户口的 6.95%，人口占总人口的 10.5%，土地占总面积的 31.96%。白区地主富农户口占
总户口的 10.3%，人口占总人口的 11%，土地占总面积的 37.95。”[4]450- 451很显然，苏区属于土地分散地
区。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研处处长张根生在《中南区各省农村社会阶级情况与租佃关系
的初步调查》中，根据湘、鄂、赣、粤、豫 5省 69个村的调查材料，将其按土地集中程度的不同分
为三类地区，即土地占有最分散地区、土地集中程度一般的地区和土地集中地区，他认为确有部分地

区土地比较分散，富农占有很多土地，而且大量出租土地，“江西老苏区”就是其中之一。[9]中南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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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虽然反对“南方特殊”论，但也承认“老红色区土地分散些”。[3]735

三、苏区革命的遗留问题

苏区革命不只是改变了社会原有的土地占有结构，它也塑造了特殊的社群关系和政治生态。1927
年国共合作正式破裂后，阶级斗争的肃杀气氛一度笼罩着江西、福建等省的革命根据地及其周边区
域，地主豪绅与农民之间的互相仇杀几乎成为社会常态。在“赤白对立”的社会严重分裂格局下，似
乎往昔的社会关系伦理已经完全丧失调节功能。然而，1934年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撤出这片区域后，
“赤白对立”的关系结构却面临着必须修复的现实情势。除了残害致死和坚持斗争，更多的苏区革命
者只能选择妥协，而且当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关系修复的可能性。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及已有的
研究表明，“国军收复后，大批红军及苏区干部得以幸存，他们在家乡还是有生存空间的。”[10]尽管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但在家族关系或其他关系的庇护下，他们总算能够幸存下来，

少数人还在国民党基层政府任职。与他们相比，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修复，更多地体现为经济性
质，农民只要退还土地革命中所获土地及财产，多数能够继续维持生活。当然，这个过程也常常不能
避免“倒算”的成分。例如，江西宁都县刘坑乡的地主、富农，1934年“随着伪军还乡，马上将农
民行将成熟的禾田，连田带禾全部夺回去，有的并叫农民向他们交出当年的租谷来，还有的倒算农民

租谷三年以上，肆意辱骂农民”，“有的不但算回东西，而且没收农民的家产。”[11]总之，这种在现实
逼迫下由斗争状态重又回复到租佃状态的关系转变，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一方面，他
们在乡族关系的维系下，彼此都要学会和适应复杂环境下的共生之道，尤其对于后苏区时代的农民而

言，保持妥协和忍让的态度已是维持生存所必备的心理条件；另一方面，一些处于压抑状态的农民在

心底又深浅不一地埋藏着昔日仇恨的火种，只要遇到机会仍有可能爆发出来。
这种特殊的关系状况，使江西的一些原苏区县在 1950年土地改革的开始阶段，突出地呈现出脱

离阶级斗争的“和平土改倾向”。例如，江西宁都县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干部登记地主财产，地主登
记干部名字”，上饶县横山乡“甚至秋征评产量，群众还请地主作最后决定人”。[3]690- 691经历过土地革命
后，许多地主积累了应对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话语和经验。杜润生发现，“江南各省，地主阶级富
有摧残革命的经验，此次运动中，湖南地主还以‘小心民国十六年’，江西地主还以‘小心民国二十
四年’去威胁农民。”[3]735刘俊秀也指出：“南方农村社会情况较北方，特别是江西，因过去经过土地
革命，地主阶级有一套反动经验，尤其在目前，他们正利用旧的宗族关系、封建派系、封建帮会及国
民党反动残余势力，进行各种反抗破坏活动。”[12]66一些地主“制造威胁，散布变天思想，说什么‘共
产党长不了，还有民国十六年哩（指红军北上）’，‘你们如果能保护我的财产，国民党回来我也保护
你’……又如他们利用宗族矛盾挑拨离间，破坏农民团结，‘咱姓上的田不能叫外姓分去呀！’‘祖
宗没有积德，祠堂田都叫分了’。”[12]85显而易见，曾经在修复后苏区时代的“赤白对立”关系中发挥了
重要功能的家族与地域观念，这时又被地主用来缓和甚至对抗阶级斗争观念。而苏区的群众，则因过
去斗争受挫的经验而变得谨慎小心，不敢轻易表现激烈的态度。然而，当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宣传
和群众运动逐步深入后，他们开始明白土地改革是一场与苏区革命相似的、旨在摧毁地主统治的革命
运动，加上当时“执行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中防左不够具体”以及“江西多系东北干部，放手就是政
策，群众说了算的影响，在某些干部中还未根除”，因此江西一些地方的土地改革氛围很容易由最初
的“和平土改倾向”迅速走向另一个极端。[8]127

前苏区干部的甄别和安置，也是一个突出的难题。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长征后，在原中央苏区留
下了许多党员干部，他们有些继续从事革命斗争，有些与党组织脱离联系，少数人还曾担任国民党政

府的职务。江西、福建等省获得解放后，南下干部和前苏区干部的矛盾开始凸显，而这又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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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响到土地改革的顺利实施。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刘俊秀发现“有些同志，
对前苏区的干部与群众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偏向与错误的看法……（他们） 看到前苏区某些干部作
风不好，或者历史上有些问题，甚至有少数的叛变分子，就以为前苏区的干部都不好，因此在过去工

作中或在土地改革试点中，想用跳圈子的办法，将这批干部一脚踢开”，他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
过去经验证明，凡没有适当处理的前苏区干部关系或与老苏区群众关系搞不好的地方，不但工作做不

好，而且使工作受到很大阻碍，甚至造成工作上的严重损失。”刘俊秀进一步指出：“前苏区的干部，
除少数的叛变分子外，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好的，同时他们与群众有一定的联系，是我们进行工作的重

要桥梁，我们同样要重视他们，并坚决根据中南局与省委的指示，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有区别地适

当地分配他们的工作，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土改工作就不能顺利

完成。”[8]69组织部门的负责人的上述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整干部政策，吸收原苏区干部参加
土地改革工作，更好地密切苏区的党群关系，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原苏区干部的甄别与安置工作并不

尽如人意。例如，根据瑞金县 1956年上半年的统计，苏区革命时期的乡级以上主要干部有 2200多
人，只使用了 120人，解决了党籍的只有 63人；兴国县乡级以上的老干部有 3243人，到 1955年上

半年，解决了党籍的只有 34人；萍乡县原有老干部 350人，参加工作的不到 10人；万载县土地改革

后被清洗回家的老干部就有 362人。[13]

针对苏区革命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和平土改”和“盲目斗争”两种极端倾向，中国共
产党已经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灵活的政治策略进行应对，最低限度也使其不至于阻碍土地改革大局

的推动。即使在甄别和安置原苏区干部的问题上较为棘手，但原中央苏区的干部及其群众，在整体上
对于土地改革是起支持作用的，他们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可以信赖的“老关系”。因
此，这些遗留问题并未过多影响原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进程。但是，“上了山忘了山”、“进了城忘
了乡”等话语，也确实反映了原中央苏区的干部与群众对中央政府的某种情绪和渴望，因此在客观上
需要中央政府予以适当的回应。

四、原中央苏区土地改革的特殊政策

以前苏区为典型代表的土地分散状况，并未减弱建国后中央政府在南方省份实施土地改革的决

心，但在具体政策的规定上，则有若干调整。这种调整首先体现在对富农出租土地的征收方面。中立
富农，原本是建国初期中共中央推行新区土地改革的既定政策。然而，由于以苏区为典型代表的一些
地区存在土地分散、地主较少的现象，因此邓子恢提出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如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
势必减少提供分配土地”，“雇贫农所得，比之按人口平分标准，要少百分之二十以上。”[3]627故而中南
局请示中央：凡当贫雇农分到土地后，其土地数量仍不到当地平均数 80%者，能否征收富农的小量

出租土地？实际上，1950年 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给刘少奇的电文中，已明确倾向斯大林的提议，
即“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他们还
表示在新区土地改革问题上“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3]620所以，在收到中南局关
于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请示后，尽管毛泽东起初指示“暂时不动富农”，但到了 1950年 9月，中共中
央重新答复说：“同意作这样一个原则的规定，但最好作为一个内定的原则，不做为一个法令的规定
来公布。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应根据当地群众情绪来决定。如当地农民群众确实大多数坚决要求征收
富农所有之出租土地时，我们应酌情批准之。”[3]630、673苏区土地改革中对富农土地的处置，基本上是按
照这项政策执行的。
如果说灵活性的富农政策的实施对象是面向包括原中央苏区在内的所有南方农村，那么福建省则

专门针对闽西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制订了特殊政策。1950年 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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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老革命根据地工作指示》，12月颁布《关于龙岩老区经过土地革命地区有关土地改革若干具体政策
实施意见》。1951年 1月 1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龙岩专区经过土地革命地区有关土
地改革若干具体实施办法的规定》，将龙岩专区分为三种类型：（1） 保持苏维埃土地革命果实的地
区；（2） 经过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在红军北上后封建势力复辟，封建土地制度恢复地区；（3） 解

放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之前，农民自发分配土地地区。对于第一类地区，实行土
地调整的政策，保护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分得的以及土地革命后所得的土地财

产，以及富农在土地革命时依法保留的土地及其在土地革命后劳动所得的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同

时对于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之反动分子的土地财产应予没收分配，并征收包括族田、庙田、学田、教
会田、乡保公田在内的各种公田，除经专署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保留者外，均由农会分配给无地少地的
农民。另外，还规定了在调整土地时应切实解决革命军人家属、烈士家属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对
于第二类地区，则一般应视为新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
在中央政府的特殊眷顾下，苏区土地改革拥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环境。1951年夏天，正值原中央

苏区土地改革如火如荼之际，中央政府派出了由 8413人组成的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由 3809人组成

的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遍访了江西老根据地、湘赣边、闽浙赣等 18个老根据地，“在五百一十六
个县、市、旗召开了群众大会，召开了县、市、区的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英雄
模范人物的代表会议，并在有历史意义和遭受敌人摧残最重的乡村召开各种座谈会，祭悼革命烈士，

对典型户和典型人物作了个别访问。”[14]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由内务部长谢觉哉率领，带着毛泽东的大
量贺词与像章，深入老区进行慰问，“与访问团直接见面的老根据地人民，只中央老根据地江西部分
即达七十五万。”[15]谢觉哉在致江西人民的广播词中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很关心
各根据地的壮烈史实：烈士功绩，须要表扬；很关心各老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匪帮与帝国主义非人性的

破坏，人口减少了，田地荒芜了，须要恢复；很关心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的
生活，还有困难，需要优抚；很关心要求学习和工作的革命人员、革命子女，须要很好地安置。我们
访问团的任务，就是要访问这些，把各老根据地的现况，和人民的意见，回去报告毛主席”。[16]这次大
规模的访问活动，抚慰了苏区干部与群众的心灵，吸纳了方方面面的政策建议，因而有利于促进原中

央苏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 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此次访问情况，特地颁发了《关于
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
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
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17]在南方老根据地之中，江西苏区占有十分重要
的位置。中南区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郑绍文指出：“中南区的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之
下……先后创造了 12个老根据地，分布在六省的 257县的全部或一部地区。据现有不精确统计：约
合 171个整县，占全区总县份的 33%强，其中以江西的面积最大，约占该省 70个县……老根据地的
人口共 2230 余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12%强，其中又以江西最多，约占该省总人口的 55%强”，
“两年多来，为了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生产建设，及救济灾荒，中央与中南曾先后拨给各老根据地
的款项共达 1250亿元，经常的优抚款项尚不在内，各地在使用上述款项时，以 60%~70%用于生产补

助，以 30%~40%用于生活补助，原则上做到了重点使用，使老根据地人民在耕牛、农肥料、种子以
及生活资料上，均得到了相当的补充和必要的救济。”[18]114- 116

五、原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成就及其启示

1952年 4月，福建省除了金门、马祖等尚未解放的岛屿以外，全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经过土
地改革，福建省“共没收、征收封建所有制土地 988.87万余亩，以及大量耕畜、房屋、粮食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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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67万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及农村中其他贫苦劳动人民分得了这些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农村
中的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普遍都有增加。按每人平均计算，雇农的土地占有量由 0.24亩增加到
2.1亩，贫农由 0.61亩增加到 1.87亩，中农由 1.43亩增加到 1.95亩。”[19]江西省于 1952年下半年结束
土地改革复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宣告“土地改革运动已胜利结束，广大农民群众已取得了
土地所有权，废除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农民生产积极性已大为提高。”[8]243江
西在土地改革中，“没收征收土地 1330余万亩，占全省完成土改地区土地面积的 35%，无偿地分给
279万多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73.4%）、917万无地少地农民（占农村总人口的 64.5%），平均每户
分得耕地 5.4亩，人均 1.64亩，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约 2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此外还把 11

万多头耕畜、118万多件主要农具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20]

土地改革后，“由于耕牛、农具、农田水利等困难的初步解决，老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已逐步提
高，生活日益改善，部分地区已经恢复，甚或超过了战前水平。江西省今年（1953年，笔者注） 除
个别地方遭遇了山洪水害外，已争取了老根据地的全面丰收”，“以江西瑞金冈脑村 16户贫农的一般
生产为例，四八年（解放前） 每亩平均产量为二石九斗，五○年增产 47.4%；五一年天旱，但比四八年
增产 39%；五二年可增产 52.8%，生产水平显然已逐渐上升。”[14]1161957年，中共江西省委员会、江西省
人民委员会在视察老革命根据地的报告中指出：“在恢复和发展老根据地生产方面，就我们所到之处，
无论是中央苏区的瑞金、兴国，闽浙赣苏区的横峰、弋阳，湘鄂赣苏区的万载、铜鼓或是湘赣苏区的
遂川、永新，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总产值，与解放前比较，少者增加了 30%，多者增加一倍以上。”[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江西、福建等原中央苏区的主要省份的经济状况，
就已大体恢复到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认真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刻认识全国革命老区迈向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规律，乃至贯彻落

实国务院 2012年 6月发布的《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原中央苏
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1. 制度改革既要确立造福人民的目标，也要获得社会心理的认同。“自 20世纪 60年代兴起的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证明，制度是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21]但是，一项旨在造福人
民的制度变革目标，在现实中不仅可能遭遇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也有可能引起潜在受益群体的质

疑。原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最初就曾遇到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消极抵制。历史经验表明，土地改革
中深入的乡村调查、广泛的政策宣传以及土地改革试点典型的逐步推广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土地制度
的改革日益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此外，原中央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功绩不可
磨灭，但在国民党政府的反攻倒算中，却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心理创伤。针对这种状况，建国后
中央政府组织大型访问团对苏区进行慰问，并在政策上予以特别的照顾，很好地拉近了中央政府与前

苏区干部及群众的心理距离，有利于获得他们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对于土地改革的支持。
2. 区域发展既要顺应国家的制度安排，也要争取具体的政策扶持。曾经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杨

尚奎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把老区经济搞上去，必须使政策对路”。[22]建国后，土地改革
是大势所趋，江西、福建等原中央苏区的主要省份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都制定和实施了土地改
革计划。与此同时，赣闽等省在中南局、华东局的领导下，又针对原中央苏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和社会
特点，提出和实行了较为特殊的土地改革政策或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所规定的制
度框架下，妥善处理了国家制度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使土地改革能够顺利推行。因此，推动区域发展
的地方政府主体，应该在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下，针对地方的具体特点，寻求特定的政策扶持，形成

国家与地方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尤其需要充分运用“金融支农”的政策杠杆，“不断完善奖励与补
贴、税收优惠、信贷损失的分担和补偿、农业保险的扶持、农业贷款担保的扶持等方面的制度措施，
构建财政与农村金融互动的法律保障机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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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区振兴既要发挥土地制度的优势，也要重视经营方式的作用。建国后土地制度的调整与改
革，主要是针对旧中国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力图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标。土地改革后，由
于农民分配到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恢复很快。但是，另一方
面，土地改革前的农村调查资料就表明，农民的收入来源不仅依靠土地，而且依靠副业。正如前述中
共江西省委员会的视察报告指出的，“我省各老根据地基本上都是山区，林业、副业生产在整个农业
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林业和其他山区副业能否大量发展，对于改善老根据地人民生活、繁荣老
根据地的经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8]改变原中央苏区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面貌，需要在发挥土地制
度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化经营的现代模式，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经营，不断增加农民

收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
注 释：

①万婷婷所著《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是对建国后原中央苏区土地改革的

精彩个案研究。不过，该文并未关注瑞金沙洲坝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机关所在地在新一轮土地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变

迁特征，也正因如此，这一研究所反映的土地改革过程，与其他新区相比，显得缺少殊异之处。

②1934年后中央苏区“地归原主”的产权规复过程，参见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 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

建研究》第六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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